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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经济萧条、 百废待
兴，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困难重
重。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人民政府根据1947年创
办的少数农场经验和南泥湾精神， 首先决定组
织军队参加农业生产。1949年12月5日， 中央人
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

《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
示》指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
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 应负担一部分生产任
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

一支生产军， 借以协同全国人民长期克服战争
所遗留下来的困难， 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1］（P19）全国解放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
军转入生产建设的战略决策， 以建制的人民解
放军专业官兵为骨干， 吸收大量城镇知识青年
和移民以及科学技术人员，组成农垦大军，继承
和发扬了南泥湾精神， 在祖国的边疆和内地的
亘古荒原上，披荆斩棘、开荒造田，创建国营农
场。从全国农垦的整体情况来看，东北、西北和
华南是重点区域，兴办规模大，对于边疆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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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和国防建设影响深远。重庆地处内陆腹地，
其农垦经济是在国民政府农垦经济和私人农场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个农垦的规模相对较小，
所占比重不大， 但是仍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
人民生活物质资料的提供和经济的发展， 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重庆解放后，面临着一些特殊情况。“在经济

方面，抗战八年，国民党把重庆建为陪都，沿海的
工业内迁，打下西南工业的基础。但是国民党在
西南做了更多的坏事。残酷的剥削，反动统治，造
成了大批失业人员、无业游民、破产农民及抽鸦
片者，经济又遭受到相当的破坏，一时不易恢复。
……部队的供应问题，吃饭问题，是进军西南的
头一个难题，既要维持原有的工业基础，工人要
吃饭，就等于二十万部队的开支，还要准备接收
官僚机构中的二十万旧人员，等于六十万部队的
开支，再加上国民党四十万军队。除我们部队及
工作同志之供应外， 还要养活一百二十万人口。
另外在西南，除帝国主义封锁之外，其他新区所
有的困难在西南都会遇到。”［2］(P4) 随着战争结束，
军人要予以妥善安置，国家行政人员和人民群众
的吃饭问题亟需解决，因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
尤为紧迫。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后，立即着手
农垦经济的发展，以解决人民和政府所需。
一、重庆解放前农垦经济概况
重庆解放前， 其农垦经济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国民政府兴办的公立农场。抗日战争
时期，在国统区陪都重庆，国民政府以及社会各
界大量人员内迁，机关、团体、军队数量增加，生
活资料需求加剧，国民政府兴办了一系列公营性
质的农牧场。 国民政府农林部在重庆地区领导、
组织过一些县农场、中心农场、繁殖农场以及少
量松散型的农民合作农场。1941年， 重庆市政府
社会局拟订了《市立农场计划大纲》，准备筹建一
座“盈利性的官办农场”，首期计划投资法币229
万元，后经费问题未获解决，计划落空 ［3］（P194）。在
1942年2月， 时任重庆市长的吴国桢提请市政会
议讨论决定，在唐家沱利用征而未用的80余亩土
地，开办唐家沱农场，由市政府唐家沱郊区办事
处负责管理。同年，市政府又与农林部合作，贷款

在九龙坡建立公营陪都经济鱼场， 耗资法币600
万元，建1.13公顷养鱼场。1943年，农林部陪都专
员办事处组织并协调驻重庆的机关、团体，先后
成立大小“经济农场”52处，种菜养畜来改善员工
生活［3］(P194)。1941～1942年，巴县先后在18个乡镇建
立中心农场并任命了场长。当时国民政府农林部
还设立办事处，派出指导员，帮助一些乡镇成立
农场经营改良会14个 （1122家农户、6091人参
加），传授农业知识，指导生产发展［3］(P222)。
另一个部分是私营农牧场和果园。 自20世

纪30年代开始，陆作孚、张博等民族资本家和地
主兴办了一些农场和果园， 在抗战时期有了较
快发展，其中许多一直延续到1949年末。如1931
年5月，陈叔敬、陈敦川兄弟引进5头荷兰奶牛，
在沙坪坝士湾创办重庆牛奶场；1933年， 卢作
孚、张博等人在北碚毛背沱、西山坪等地创办兼
善农场；刘质君兄弟在南岸黄桷垭办起“南岸牛
奶场”；胡子昂创办的裕华农场、陈镐的重庆种
植园、蓝仲津的玉森农场、董时进的大新农场、
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巴县留青园农场，这些在当
时的重庆都小有名气。陈叔敬、陈敦川兄弟的奶
牛场，还是全市第一家企业化的牛奶场，在抗战
时期规模不断壮大，先后于山洞、高滩岩、跳石
河、石马河及盘溪设立5个分场，奶牛达到400多
头，城内有道门13营业处、民族路营业处和上清
寺营业处等3处门市，主要供应城市鲜奶，之后
又生产出“荷花牌”奶粉、“大丽牌”黄油、冰淇淋
等乳制品和药用干酪素等［3］(P194)。根据1950年3月
西南区农林部统计， 重庆近郊尚存私营农场35
家（见次页表1）。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农场的接管、改造
1950年7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委员会议在重庆召开， 宣告西南军政委员会
正式成立，开始全面开展城市接管，拉开建设重
庆的序幕。当年10月，重庆市政府开始接收、改造
旧农场，筹备、建立新型国有(国营)农场的工作。
旧农场主要有三类： 一是国民政府和机关遗留
的旧农场和果园； 二是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开明
地主创办的农场，并且愿意和新政权合作；三是
一些恶霸地主经营的农场。 在接收和改造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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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根据对象性质的不同，在政策上和策略上
予以区别对待，从而减少了矛盾、提高了效率。
第一， 国民政府和机关遗留的旧农场和果

园。国民政府和机关在重庆兴办的农垦经济，一
部分由于经营不善或者经费的原因， 到1949年

底已经无法继续维持。 如唐家沱农场因土地被
附近公务人员蚕食侵占，加之经费难以为继，于
1949年停办解体 ［3］(P194)。另外一部分包括一些机
关兴办的县农场、中心农场、繁殖农场以及少量
松散型的农民合作农场， 则由于至抗日战争胜

书书书

表 １摇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存在的私营农场①

名称 负责人 场地
面积
（亩）

备注

大江农场 杨子屏 窍角沱大江寺 ６０ 已停办

储林农事第一农场 孔庚 前驱路晏家山 ３００ 余 已停办

第三农场 孔庚 江北石子山 ４３０ 已停办

心勉农场 余琼 江北大龙山 ２５ 已停办

联合农场 苏玉顺、刘野樵 磁器口川教院农场附近 ３３０
建华农场 陈树森 南坪镇

人信农场 魏家义 枣子岚桠高家庄 ２５
陪都实验农场 胡甫琏 海棠溪土庙子 ３５ 号 ５０
潜英农场 陈静澄 小龙坎黄角湾 ２５ 号 ３８
裕华农场 胡子昂 南岸铜元局 １００
裕华农场 胡子昂 海棠溪 ５０
天府农场 马寿征、曾玉章 石马镇飞缆子 ７０
协记棣华农场 杨子嘉 弹子石谢家湾 ２００
协记棣华农场 杨子嘉 弹子石鹅公堡 ４５０
重庆牛奶农场 陈敦川 土湾 １０
重庆牛奶分农场 陈敦川 高滩岩 ４０
重庆种植园农场 陈镛 石马镇桃子林 ４５０
重庆建设花果园农场 许永清 新店子 ５０
重庆建设花果园分农场 左海清 李子坝及两路口

肇中农场 何国英 兴场放牛坪

肇中分农场 何国英 棠溪江黄咀

娱萱农场 单汝玉 磁器口上游双漩子 ５０
蔚云农场 卓酿云 磁器口南溪口 ４００
重庆农场 张实甫 沙坪坝庙街 ２０ 号 ９０
南岸合作第一农场 杨志昭 南岸蒋山

精华农场 邓永松 江北回龙场四重堂 １５０
精华农场 邓永松 李子坝河街 １１３ 号 ５０
耐园农场 高静安 小龙坎黄桷湾 ２ｌ号 ５０
安华农场 顾平 沙坪坝汤家湾

大有农场 饶国模 化龙桥红岩咀

力生农场 刘仲各 白沙沱

大新农场 董时进 巴县井口乡

肇兴农场 林敏松 黑石子 １５０
芳园农场 李友林 沙坪坝庙湾

渝南农场 吴韶全 南岸玛瑙溪高朝门 ６０
张园联全农场 沈德明 张家花园张园

远荫农场 范子荫 化龙桥虎头岩

致民农场 廖开孝 猫儿石

玉森农场 蓝仲津 郭家沱

合计 ３９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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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国民政府迁回南京而随之解体。而对其他剩
下继续经营的，人民政府则采取了“原封不动，
一律包下来”的政策和“维持原状，迅速恢复生
产”的方针，并随之在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
第二， 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开明地主创办的

农场。邓小平曾提出“克服西南困难要掌握好三
个法宝，其中之一就是搞好统一战线问题，主要
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民族资产
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与他们的合作是长期的。他
们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不可少的一部分，
要很好地与他们团结，鼓励他们开工厂，发展生
产”［2］(P8)。 对于民族资本家和开明地主创办的农
场， 应鼓励其恢复生产， 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合
作，逐步接收、改造。如重庆解放后，饶国模的大
有农场就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处合作经营，
后来农场出现亏损后， 将该场交给市建设局管
理。1951年2月大有农场更名为第二公营果园。
至1953年， 又将大有农场移交给重庆市第二中
学管理。1951年5月， 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处接
收江北区石马河私营重庆种植园和天府农产制

造厂后， 合并为群益农场。1952年4月交建设局
管理，定名为第六公营果园。
第三，恶霸地主经营的农场。重庆解放后，

对于封建地主，在斗争策略、步骤上进行区分对
待，尽可能减少阻力，团结大多数为征粮、缴匪
作贡献，主要打击对象集中于一些恶霸地主，对
其财产进行了没收。1951年1月， 重庆市人民政
府财经委员会通知， 没收第七区恶霸地主林肇
开的果园，其中有果树9000余株，田、土面积218
市石，由市建设局接管，定名为第一公营果园。
1951年4月，市建设局接收第七区恒兴乡恶霸地
主蒙汉章私营的崇实农场(有果树7500余株)，定
名为第三公营果园 ［3］(P197)。1951年6月，巴县人民
政府没收了西彭乡地主傅文龙的必达农场、地
主周渊如的新生农场， 合并建立巴县第一个国
有性质的农场———巴县果园 (后更名为巴县园
艺场)［3］(P222)。
三、社会主义新型农场的建立
195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建设局，

设农林科，一边开始接管一些公园、农场、果园，
一边开始兴建新的农垦企业。 重庆市建设局对
接管、 没收的旧农场、 果园进行卓有成效的改
造、调整和组合，逐步建立起一批新型的、国家
所有（全民所有制）的农牧场、果园、渔场。在“公
私合营”“对私改造”过程中，结合各场实际，恢
复生产、改善经营、制订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
构，如第四果园以种植柠檬、甜橙为主；第五果
园以种植脐橙、蜜橘为主。从1951年到1952年，
建立了6个公营果园以及市农场、 市养鸡场等。
1953年12月，重庆市建设委员会批复市建设局，
同意在沙坪坝覃家岗乡征用土地建立重庆市养

鱼场， 并由农业经费中拨出3.59亿元 （旧人民
币：折合新币3.59万元）作为投资，这是重庆市
第一座由国家投资新建的国有渔场 ［3］(197)。在企
业内部，建立和完善各项有效的规章制度，生产
安排、劳动用工、技术管理、财务收支等方面逐
步科学合理， 适应了生产恢复、 发展的需要。
1954年7月，重庆市进行了首次农业工人的工资
改革，试行等级定额计件工资制，普工为1～3级，
技工为3～7级；工资标准：完成定额的1级工月工
资26元， 每增高1级递增14％，7级工为57.20元
［3］(P202)。从1950年到1957年末，市属一批果园和农
场的生产、加工、销售逐步形成较完整的体系。
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

发展国家工业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工业的发
展，需要农业的支持。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
大农业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
才有原料和市场， 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
业积累较多的资金。”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报告中指出：“同农民的
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 我国已经有
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 ……国营农业在
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

展。”［4］(P171)《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
发展纲要（草案）》中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应该
有计划的开垦荒地。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
内， 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一九五五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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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多万亩增加到一亿亩左右”［5］(P458)。
1957年2月，农垦部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工

作会议，时任副总理的邓子恢作了《几年来国营
农牧场的巨大成就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提出
农垦部和国营农场的任务：第一，发展农牧场，
扩大耕地面积；第二，大量增产农畜产品，供应
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第三，从各个方面来支援农
业合作社； 第四， 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
金；第五，培养管理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管理人员
和技术人员， 为将来大规模垦荒做好组织上的
准备工作［5］(P15)。
重庆市响应国家号召，继续加强对农垦经济

的投入和建设。1956年2月， 市农林水利局向市
委、市人委要求在当时12个农场、果园的基础上
新建、扩建国营农场，面积由400公顷左右扩展至
1000公顷以上，以适应“农业合作化已基本完成，
生产高潮已经到来”。根据“繁殖良种、增产示范
的作用”的新形势，用签订合同的方式，在经济
上、 技术上与集体农民联系起来。1958年有10多
个下放干部农场相继成立，接纳了机关上万名下
放干部和其他人员。继而又把大量的集体农民和
大片土地并入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使重庆市
的国营农场规模迅速扩大， 管理的总面积超过
1.5万公顷(包括土地、水面、林区)［3］(P202)。
为了适应农垦经济发展， 加强对农垦经济

的管理和领导， 相关管理机构也在不断进行调
整。1955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建设
局，成立农林水利局接管全市农林农垦工作，局
里设置企业管理科 (后改为国营农场管理科)负

书书书

表 ２摇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重庆创办的市属农垦企业②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理位置 产业

重庆市江北农场 １９５８ 年 江北区西端 生产蔬菜和水稻等

重庆市井口农场 １９５８ 年 沙坪坝井口乡 主要从事果树、奶牛和大田作物
重庆五一农场③ １９６７ 年 巴县界石镇 主要经营乳制品

重庆缙云山园艺农场 １９５８ 年 北碚区澄江镇 艺场以果为主，果牧结合

重庆市广阳坝园艺场 １９５８ 年 南岸区广阳坝场 主要从事果树、蔬菜、奶牛、生猪等
重庆市郭家沱园艺场 １９７７ 年 江北区郭家沱 主要从事果树、奶牛、种菜、养猪等
重庆市长寿湖渔场 １９５８ 年 长寿县狮子滩镇 主要是从事种植、养殖业
重庆市大洪湖渔场 １９６３ 年 长寿县洪湖区 主要经营渔业生产

重庆市九锅箐农场 １９５６ 年 南桐矿区关坝乡 主要经营茶业

重庆市乳品公司 １９５６ 年 市中区大同路 主要经营乳制品

重庆市牛奶消毒加工站 １９５８ 年 九龙坡区石坪桥 主要经营牛奶制品

共计：１１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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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摇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重庆地区创办的地属、县属农垦企业 ④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理位置 隶属关系

长寿县农场 １９６２ 年 长寿县 县属

巴县红旗农场 １９６２ 年 巴县 县属

长寿县西山茶场 １９６４ 年 长寿县 县属

南岸区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重庆市南岸区 县属

南桐区畜牧场 １９６６ 年 重庆市南桐区 县属

北碚区畜牧场 １９６６ 年 重庆市北碚区 县属

綦江县卫东农场 １９６６ 年 綦江县 县属

綦江县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綦江县 县属

江北县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江北县 县属

江津县油溪农场 １９６２ 年 江津县 县属

合川县园艺场 １９６２ 年 合川县 县属

铜梁县园艺场 １９６４ 年 铜梁县 县属

合川县牛奶场 １９６６ 年 合川县 县属

大足县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大足县 县属

江津县红豆树农场 １９６９ 年 江津县 县属

江津县孝顺滩农场 １９６９ 年 江津县 县属

梁平农场 １９５６ 年 梁平县 地属

城口县平坝农场 １９６２ 年 城口县 县属

万县药材场 １９６２ 年 万县 县属

万县市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万县市 县属

万县太龙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万县 县属

万县弹子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万县 县属

开县陈家园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开县 县属

开县盛山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开县 县属

忠县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忠县 县属

梁平县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梁平县 县属

奉节县园艺场 １９６６ 年 奉节县 县属

石柱县黄连农场 １９６２ 年 石柱县 县属

垫江县黄沙园艺场 １９６９ 年 垫江县 县属

共计：２９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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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市属农场、 果园的管理工作；1959年12月，根
据市委指示又将农林水利局的国营农场管理科

扩大为国营农场管理处，管理全市的国营企业、
事业性质的农、牧、渔、林场；1964年7月22日，市
人民政府决定将农林水利局分为三个局， 即农
业局、水利局和国营农场管理局，国营农场管理
局统管全市农林系统的国营农、牧、渔、林场 ［3］

(P227)。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农垦经济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的农垦经济跟全国其

他区域相比，有着自己的一些显著特点：
第一，在地理位置上，重庆的农垦经济基本

处于城市近郊， 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副食供
应。东北、西北和华南等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
国农垦的重点区域， 很多农场都是在戈壁沙漠
和沼泽中发展起来的， 自然条件恶劣、 生活困
难。 东北地区主要在黑龙江开垦大面积原始荒
地，包括河流整治、开发低洼沼泽地，建立粮食
和大豆生产基地； 西北地区主要在新疆开垦盐
碱荒漠、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建立棉
花和粮食生产基地；华南主要在云南、广东修造
梯田、营造林带，建立天然橡胶林和热带作物生
产基地。从重庆市属农垦企业的分布来看，11家
企业全部位于城郊，地理位置相对较好、条件优
越， 其定位主要是满足市区居民和机关的副食
需要。
第二， 重庆的农垦经济主要是种植业和养

殖业。重庆的农场主要进行果树、茶叶的种植，
以及奶牛、生猪、鸡、鸭、鱼等的养殖，规模相对
较小， 产业结构比较单一。11家市级农垦企业
中，有7家企业主要经营奶牛养殖和种植业、2家
渔场、2家茶场。 而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场一般
规模较大，在“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方针指导
下，因地制宜地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
商综合经营，其主要产业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 经济效益巨大。 有的地方逐步建立了生
产、 建设、 流通和职工生活配套服务的全部设
施，形成了一个“小社会”，有些国营农场部和农
场经营管理机构所在地甚至形成了小城镇。

第三， 重庆的农垦经济是在旧有农场的基
础上改造发展而来的。重庆接管、没收了国民政
府、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旧农场、果园，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了有效改造、调整和组合，有的企
业还经历了“公私合营”“对私改造”的阶段，最
终才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的
农牧场、果园、渔场。而全国其他地区的农场，大
多数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 在条件艰
苦的荒漠、盐碱地、沼泽、红壤上起家，披荆斩
棘、开荒造田，更加艰难。
五、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农垦经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 重庆的农垦经济虽然不

如东北、 西北和华南地区那样对区域和国家的
影响巨大，但是从地方经济的角度来看，仍然有
着重要的意义。

（一）农垦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壮大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份额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垦事业， 是在大规模
开垦荒地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起来的， 是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企业单位和事业单
位。企业单位主要由国营农场、工矿企业、交通
运输业、建筑安装业、商业企业、服务企业以及
其他企业组成。 其中国营农场是农垦事业的主
体， 它是由国家投资在国有土地上开垦起来的
国营企业， 国营农场的职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除国营企业之外，其他企业也基本上属于公
有制性质的企业，属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增加了
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以奶牛养殖为例：1950年重
庆市有奶牛932头， 其中国有20头；1951年为
1148头，其中国有126头；1952年为1420头，其中
国有181头；1953年为1751头， 其中国有428头；
1954年为2191头， 其中国有623头；1955年为
8834头，其中国有已达870头，另有纳入公私合
营的510头，合作社营的81头［3］(P202）。国有奶牛所
占的份额逐年增加、 比例不断扩大， 到1955年
底，全市127户私营牛奶场分别走上公私合营和
合作化的轨道。

（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工业的发展提供
了大力支持

20世纪50～60年代重庆农垦经济研究

43



农业考古 2018·1

重庆解放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政
府接管重庆时，1949年， 全市有人口103万，工
农业总产值仅为13.44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
算），其中，农业总产值10.04亿元，工业总产值3
亿元 ［6］(P62)。在新生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经济恢复与重建，到过渡时期完
成，成效显著，工农业都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
尤其是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迅速。工业
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支持，农业的发展为工业
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并积累了资金。农垦
经济在提供工业所需的原料和城镇居民日常

生活资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缙云山园
艺场所饲养的奶牛，担负了供应北碚区城镇居
民牛奶的任务。

（三）国营农场在改进耕作栽培技术和农业
机械化以及繁育推广良种方面， 对农民起到了
很好的示范和帮扶作用

国营农场一般都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

备，在生产、加工、销售方面与周围农民都有联
系，可以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在生产技术管理
和科学研究方面， 国有农业单位有着明显的优
势。1952年，重庆市公营果园管理所所属单位建
立了一支包括初、 中级技术员及实习人员共18
人在内的技术队伍，占员工总数的16.8%。各果
园从中耕、施肥、修剪、嫁接、苗木繁殖到病虫害
防治，一般都制定了技术规范，要求工人有序进
行［3］(P201)。农垦事业单位有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
校、职业学校等，还有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
科学技术站等科研单位和推广单位。1958年5月
成立的重庆市长寿湖农场水产研究所， 主要任
务是承担国家和省、市下达的科研项目，对重庆
市区县渔业生产进行技术指导， 开展技术服务
和科技成果推广， 对长寿湖水库渔业高产稳产
技术进行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全所有职工24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8人，有高级职称1人，
中级职称5人。长寿湖农场水产研究所建有年产

2000万尾优良鱼苗的繁殖场， 年产各种规格鱼
种500万尾的良种培育场， 年产500吨商品鱼的
嗍箱养鱼场和年产高效鱼饲料及添加剂2000吨
的饵料厂以及从事技术指导、 开展技术服务的
科技服务部［3］(P228)。在农场发展过程中，还有大批
支边青年和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参与到农垦事业当中。 这些人中不乏一些科技
人才，他们对农场的发展和周边居民的生产、生
活，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根据《重庆市志》1999年版第6卷195页“第一章农

垦沿革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农牧渔场”整理。

②根据《重庆市志》1999年版第6卷“第三章农垦企业
第一节市属企业”进行整理。

③1960年10月， 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巴县界石公
社武学大队划归重庆市牧场，成立重庆市牧场界石分场。

1962年5月，划归重庆市农业局商接领导，更名为重庆市
界石农场。1967年4月，又改名为重庆市五一农场。
④根据四川省农垦局 《四川省农垦企业历年统计资

料汇编》（1953—1980）（上册），1981年版，第1页《四川省
农垦企业一览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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